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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艺术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着一个历史过程。在西方，关于教学艺术的认识，从昆体谅就明确开始了，到夸美纽斯有了一个飞跃，而在20世纪50年代“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中，教学艺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中国，虽然古代教育家也讲究教学的艺术，但对教学艺术的自觉认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也有了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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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默认了教学艺术的事实，按照求知的次序，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学艺术是什么，在哲学上，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关于教学艺术的讨论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教学艺术的理论思考，往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回避了这一问题，一个人将无法走出常识性思维。然而，在意料之中的是人们关于教学艺术的理解，因不同人视域的不同，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共识，这也是教学艺术话题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对教学艺术的理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还是走进关于教学艺术思考的历史之中。
    一、在西方
一般认为，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首先使用了“教学艺术”这一概念，根据是他在1632年出版的《大教学论》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大教学论》，它阐明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以及在这本书的“致意读者”中指出“教学论（didactic）是指教学的艺术”。实际上，关于教学艺术的自觉思考，至少可以从1世纪古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那里看到。昆体良是夸美纽斯之前最伟大的教学法学者，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他的12卷巨著《雄辩术原理》，是整个罗马时代唯一系统论述年轻一代教育的著作。在《雄辩术原理》中，昆体良就把教学（雄辩）和艺术联系了起来，并对两者的关系做了深长的思考。
昆体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雄辩术究竟是不是一门艺术”，并对此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当然认为雄辩术是一门艺术。他引用了克林提斯给艺术的定义：艺术就是经由确定的途径亦即通过有次序的方法以达到目的的能力。进而说到：“如果同意这个定义，那就谁也不能否认，在好的演说中，是有这种方法和次序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同意几乎得到人们普遍赞同的定义，说艺术存在于一致配合以达到某种有益目的的理解力之中，那么我们就能指明，所有这些特征，雄辩术全都具有。”[1]对于艺术本身的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但昆体良对于雄辩术是一门艺术的论证是逻辑的、理性的。这一点在夸美纽斯那里是没有进行的。那雄辩术和教学有什么关系呢？的确应该说明，昆体谅的教育是培养雄辩家的教育，雄辩术则是雄辩家的核心的本领。但是在昆体良看来，教师也是需要具有雄辩术的。他认为，在教学中，方法是最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最有学问的人的教学往往比别人的教学更加易懂，更加明白。明白是雄辩术的最大特征。……愈是雄辩术水平低下的人，愈是教的晦涩难懂。”[2]实际上，在昆体良那里，更为可贵的是他对于艺术的分类性理解。他陈述了三种艺术的类型，一是纯理论的艺术，以知识和对事物的理解为基础的，它不要求有行动，只要理解它所研究的问题就行了。天文学就属于此类。二是实践的艺术，与行动息息相关，它的目的就是行动，这个目的在行动中才能实现，所以一旦行动完成，就大功告成了。舞蹈属于此类。三是生产性的艺术，通过完成某种可见的任务以产生某种结果并达到其目的。绘画属于此类。昆体良没有直论教学艺术的类型，但他对于艺术的认识，同样是可贵的。
昆体良之后，夸美纽斯无疑是教学艺术思考上的重要人物。他指出了“《大教学论》，它阐明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又指出“我们这本《大教学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可以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表面看来，夸美纽斯好像是把教学艺术等同为教学的方法，实际上，教学艺术并不指代任何具体的教学方法，它所指代的就是理想的教学自身。质言之，教学艺术就是教学。在这一点上，夸美纽斯已经超越了他的前辈昆体良。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夸美纽斯不只是第一个正式使用“教学艺术”概念的人，而是把理想的教学作为教学艺术的第一人。理想的教学是什么呢？就是坚持了便易性原则、彻底性原则，以及简明性与迅速性原则的教学。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使男女青年，毫无例外地，全都迅速地、愉快地、彻底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这样去学会现世与来生所需的一切事项。”[3]夸美纽斯生活的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等领域，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发现和发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形成，这也使夸美纽斯对于教学的认识发生在新的背景之下。夸美纽斯在此背景下，明确地认识到了“科学所教导的是事物本身，而艺术所教导的则是操纵事物的方法。”[4]依于此，教学艺术在夸美纽斯那里又象是教学的方法而非理想的教学本身，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并非如此。因为“教学艺术所需要的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要把时间、科目和方法巧妙地加以安排而已”，[5]换言之，教师要操纵的是时间、科目和方法，而非教学。所以教学艺术在夸美纽斯那里仍然是指理想的教学自身。
夸美纽斯之后的三百多年，对于方法、技巧意义上的教学艺术，在实践层面，人们仍然是关注的，但能像夸美纽斯那样在理论层面上谈论教学艺术的却很少。从19世纪初开始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实际上拉开了教育科学化的序幕。虽然把教育建立在类似心理学等科学基础上在逻辑上并不拒绝教学艺术，但逐渐形成起来的教育科学主义思维，无疑会把教学艺术搁置在教育理论的视野之外。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科学”和“效率”的追求。在教育领域，20世纪以来，因受科学主义的思维的影响，教学科学化的追求成为一种主流。人们特别注重确立精确的、具体的教学目标，强调教学过程步骤、环节的科学性，普遍确立了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教学实践并用科学的方法对教学加以把握和研究的认识。
1951年，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出版了《教学艺术》(The Art of Teaching)，指出教学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引起了教育学术界强了的反响，教学艺术才在夸美纽斯时代的几百年后被提上了教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在海特的影响下，许多教学研究专家开始探讨教学艺术问题。当然，科学主义者的反对和批评也同时发生。一场关于“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由此发生。争论双方代表人物是海特和盖奇（N.L.Gage）。和海特相反，盖奇认为教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海特主张教学是一门艺术的理由是：教学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这种交流和影响更多地依赖于情感、兴趣、需要、价值等因素或过程。而这些因素或过程是完全在科学把握之外的。盖奇认为教学是科学的理由是：如果把教学视为艺术，并排除对它的科学探索，就会导致使教学变为纯粹主观的活动，没有规律可循，最终会陷入不可知论。后来，盖奇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即使承认教学是一门艺术，也不能排除对它进行科学分析。艺术活动也有内在的程序和规则，完全适于科学探索。这场争论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教育实践中，承认教学是一门艺术的人们越来越多。然而，教学艺术作为教育理论的话题在大争论之后并没有更深的发展，以致关于教学艺术的许多问题并没有了然。值得欣慰的是，关于教学艺术的研究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国教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二、在中国
中国人对于教学方法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两年多年以前，以《学记》为例，其中关于教学的论述，从内容实质上看，与它之后一千年的《大教学论》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学记》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思”“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藏；罕譬而喻”，等等，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教育家对于教学精到的理解，在广义上也可以视之为关于教学艺术的思考。不过，由于中国古有教育思想而无教育理论，在学理上，教学艺术并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理论范畴。因而，把握中国人对于教学艺术范畴的自觉思考，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到近现代而非古代，这对中国古人教学思想的精到并无损毁。
近代学者俞子夷（1886—1970）先生1924年发表《教学法的科学观和艺术观》一文，指出“我们教学生，若没有科学的根据，好比盲人骑瞎马，实在危险。但是只知道科学的根据而没有艺术的手腕处理一切，却又不能对待千态万状、千变万化的学生。所以教学法一方面要把科学做基础，一方面又不能不用艺术做方术。”[6]这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较早谈论教学艺术的文献，类似的言论也许在其他的教育家那里也有出现，但关于教学艺术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形成一种气候。
在我国，真正把教学艺术作为理论的对象进行思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1981年第3期《教育研究》，发表了苏灵杨的《教师，塑造一代人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一文。文章从艺术的高度对教师、教育、教学进行了论述，令人耳目一新。1983年，王晋堂为全国教育学会第三届年会提交的论文《论课堂教学艺术》，在课堂教学范围内，就教学艺术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是国内最早对教学艺术所做的系统的论述。[7]到了80年代中期，关于教学艺术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种力量，到90年代以后，教学艺术的研究已经成为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成分。回顾这段历史，有学者曾把我国新时期教学艺术研究的基本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教学艺术研究的酝酿期（1979—1988）；教学艺术研究的探索期（1989—1994）；教学艺术研究的深化期（1995—）。[8]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我国的教学艺术研究在进入深化期的同时，也就进入了它的高原期，由于难以超越和突破，逐渐地沉寂了下来。即便有相关文献发表，并无实质性进展。
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学艺术研究，我们认为，其主要的成就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们对教学艺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回答，另一方面是着力构建了一个教学艺术论的学科体系。
教学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了教学艺术的本质、教学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教学艺术的分类、教学艺术的原理教学艺术的创造等方面。当然，最为核心的是教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其它一切问题的答案均取决于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研究者们首先对“教学是一门艺术”进行了各样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回答了“教学艺术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由于不同研究者视域的不同，自然地无法取得一致的认识。有研究者总结，人们对教学艺术内涵的理解大致有四种观点：[9]其一，方法技巧说。认为教学艺术就是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教学方法体系的技能技巧。其二，美的创造说。认为教学艺术就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美的原则进行的、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活动。其三，个性表演说。认为教学艺术就是教学过程中体现教师个性而独具特色的艺术创造活动。其四，方法、创造、个性综合说。认为教学艺术就是教师娴熟地运用综合的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和原则进行的独特的创造性教学实践活动。对于教学艺术的不同理解，注定了人们对于教学艺术的思考和研究只能在不同的意义上进行，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研究者在教学艺术的理论思考开始不久，就开始了“教学艺术论”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教学艺术论”专著，均表达了教学艺术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然而，客观而言，由于研究者们对于教学艺术论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建构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认识不同，并没有出现一个为大多数人认同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教学艺术论学科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不同研究者个人的事情。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若能充分考虑那一时期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氛围，许多问题应能释然。“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教育理论研究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哲学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被大规模地引介，人们的思想活跃了，视野开阔了，进行理论创造和建设的欲望增强了。从80年代开始，教育理论界，尝试建设新学科的行动此起彼伏，交叉、边缘处，往往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地界。一时出现了教育信息论、教育控制论、教育系统论、教育美学、人才学、学习学等等新的领域，教学艺术论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客观而言，教学艺术在教育实践领域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多是模糊的，但并没有影响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学艺术的热情。而且，在“教学艺术论”尚未确立之前，并不乏优秀的教师对于教学艺术的探索，也的确涌现出了一个个实践教学艺术的教育家。应该说，教学艺术论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深厚的教学艺术实践。然而，在对教学艺术思考很欠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学科建设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把教学艺术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概念的世界。研究者在各种理论概念中游弋的时候，教学艺术本体被合理地搁置了。这也不难理解教学艺术论的研究日渐萧条的原因了。
不论怎样说，我国新时期对于教学艺术的研究是有成绩的，正是这种研究把“教学艺术”从日常世界带到了理论的世界，同时就为教学理论研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有意义的问题。正因为其新颖和有意义，各种教学论的教材都陆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这对于丰富教学理论世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相信关于教学艺术的研究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现实，即目前关于教学艺术的研究所处的高原或说沉寂状态。难道是许多人突然失去了对教学艺术的兴趣？当然不是。难道是教育实践领域突然少了教学艺术的创造？当然也不是。如果这些都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按照理性的逻辑，问题应在于教学艺术理论研究方面，至于这些问题是什么，那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不过有一点是重要的，即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已经被人们司空见惯了的“教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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